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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古籍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古籍整理是赓续国家文脉的工作，最能凸显

中国传统学问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对如何推进古籍整

理工作意义重大。［方法 / 过程］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体验，对古籍的内涵与价值、学问的特色与趋向等

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分析。［结果 / 结论］认为新时代古籍整理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与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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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执行。这是继 1981 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件

颁发后，又一次针对古籍整理工作专门下发的重要文件，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工作意

义重大。

中华历史绵长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古籍文献缥缃满目、卷帙浩繁，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

础。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总书记

* 本文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出土文献与《汉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36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燮，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Email：wx_89@126.com；孙晓，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Email：sx2008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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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古籍文献工作的发展方向。经年以来，我们躬体力行，致力传统文献

的整理，与同仁一起，共同担纲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今注本二十四史》《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

纂工作。兹据我们在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体验，谈一些认知与感悟。

1 古籍整理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问   

古籍整理专指对古代文本进行删编、校勘、注释、标点、修复、描润等系统规范的加工工

作，力求所整理的文本便宜于当代读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开宗明义指出：

“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

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古籍文献是连接历史与现

实的桥梁，古籍整理是熔古铸今、继往开来的工作。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绵绵不绝，或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个

中的原因，颇值得深究。在世界文明古国之中，中国是一个很早就注重用文字记述自己文明的国

家。与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文明相较，中国似乎缺乏可以传唱的史诗，但中国人更愿意以

文本书写的方式传扬自己的文明。在中国毛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陕西临潼姜寨

村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发掘出土的物品中便有石砚、石杵等与书写相关的文具，从彩陶的纹

饰花纹，可以清楚辨认出毛笔的痕迹；在中国纸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收藏着一张世界上最早的纸，1957 年出土于陕西省灞桥，是西汉武帝时制造的，距今已逾两千

年，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追溯到北宋。在中国四大发明中，与文本记述和传播有关的发明

就占了两项，这无疑使中国的文本比世界其他文明的文本更早被大量复制，更方便流布传播。

中华文明重视文字记述，自然更重视记述文本的整理。旧的文本就是古籍，古籍整理是中国

传统学术的基础，最能彰显传统学问的特点。自孔子始，对旧文献的整理、缀辑就是中国传统学

术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特征与西方迥然不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希腊、罗马林林总

总的学人巨著，其实多从阿拉伯语转译而成。在西方学术发展历史上，很多古典名著因被译成阿

拉伯语才得以传承，或许也可以把这些典籍视为伊斯兰文化的遗存。重译献典，肯定会留下整理

翻译者的主观烙印，会有增删、讹误等一些问题，但是，对这一触及基础文本的重要问题，西方

的学术几乎没有给予过多的研究和重视，时至今日，国际学术界常常会有西方古典文明的文献基

础不太牢靠的疑问。

与西方不同，古籍整理一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主体形态。孔子是最著名的历史文化人物，

被后人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所谓大成，就是集大成，把古人传下来的典籍，通过系统整理，

传给后代 , “孔子之谓集大成”。［3］《论语》记述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

所。”［4］由此可以看出，文献整理是孔子一生的日常工作，从卫国回到鲁国，他就努力把乐及与

乐有关的《诗经》的《雅》《颂》乐诗整理齐备。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他矢志不渝的志向是

传承前代文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

谓至圣矣！”［5］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6］，并以“韦编三绝”之精神，勤勉于古代文献的整

理。中国传统经典如《易》《诗》《书》《礼》《春秋》等等，虽然不是孔子撰写的，但都是通过孔

1 古籍整理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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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整理编纂，才得以传扬。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古籍整理最能凸显中国传统学问的特色。

首先，古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连接古今的桥梁，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化遗存。

为了让流淌在古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扬，就必须做好古籍整理工作。从这个角度而

言，古籍整理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而是存亡继绝的工作，是嗣续与传承中华文化的千秋事业。

其次，古籍的分类、属性、门派不同。若按古籍学科门类，传统有六分、四分、七分、五分

等多种分类方法。传承至今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基本被普遍接受。我们编纂的《域外汉籍

珍本文库》就是遵循古籍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的。这些年，我们到域外访书，发现国外图书馆汉

文古籍大多也遵照四部分类法分类。若按古籍内容属性，可以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

学；若按古籍作者的学术归旨，又可分为大学小学、汉学宋学、中学西学等等。大学小学也可以

改称为汉学、宋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两大流派，它们对经学各自有自己的解释。汉学尊奉

五经，宋学偏爱四书；汉学崇尚训诂，宋学重视义理；中学西学的说法，源于近代西学东渐，是

对明朝后期至近代西方学术向中国传播历史过程的描述。

复次，治学方法截然不同，如训诂、注疏、辑佚、会要等等，并把这种方法视为治学的基

本手段。比如训诂，作为古籍字词音义的研读，是一门讲究实用的综合性学问。解读古籍要从一

字一词开始，最终是要理解文本的本义。东晋训诂学家郭璞，博学多才，好古文奇字，注释《尔

雅》《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为后世注疏家所推重。又比如辑佚学，这是一门几近失

传的绝学。辑佚是对其它文本以引用形式保存的失传文献进行收罗，分类成卷，努力使佚失的古

籍得以复原。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称《辑佚本》。清代有很多学者在辑佚领域有辉煌的成就，

如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等等。当代印行的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就是清代编纂

《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馆臣的辑佚作品。我们编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旧五代史》则是当代

学人陈智超等人重新做的辑佚本。［7］

2 古籍文本中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的价值观念   

1981 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8］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

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为什么说古籍是国家的宝贵

文化遗存，是因为古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记忆，蕴含着传统优秀的价值观念；是因为这种文化价

值观念已经被陶铸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并通过古籍的流传，东鸣西应，开枝散叶。

中华文明勃兴于东方，源远流长，辉煌灿烂，而个性独特鲜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十分

重视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与道德，非常尊重习惯与传统。《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典籍，其中

《洪范》一篇，记述了周武王安定天下后，曾向商代遗臣箕子问询如何治理天下。他们谈话时，用

了“彝伦”一词，意思是平常的道理。箕子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9］恰是对日常

社会伦理的重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建设一直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三字经》说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五常是个人应该具备的五种基本的品格。孔曰成仁，孟曰

取义”［10］，到董仲舒时，扩大成仁、义、礼、智、信”，称作“五常”。这五常”如红线穿珠，自

2 古籍文本中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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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终贯穿于中华社会道德的演进过程之中，是特色鲜明的中华价值体系的核心元素。

古籍记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这些观念是民族文化的共识，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载体。同

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同样陶铸了东亚的文化共识。东亚文化是汉字文化，古籍

是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以《论语》在朝鲜半岛与日本流传的历史为例，可以更真切地理解古籍

在促进文化共识过程中的作用。秦汉以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论语》被尊

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1992 年平壤古墓出土《论语》残简，是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设

立四郡时期乐浪郡官吏的随葬品遗存。公元前 18 年，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建国后，即用汉字记

事。据日本第一部汉字古籍《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270 ～ 310 年），百济博士王仁带《论

语》十卷赴日。《论语》的注本《论语义疏》手写本近年在日本被发现，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该写本出自约公元 6 ～ 7 世纪初的中国，传到日本后，被寺庙、旧书店收藏，应该

是传世《论语》最古老的手写本；从文字形态等方面判断，该写本可能成书于南北朝末期至隋

朝。［11］今天，我们常常用儒家文化圈去描述东亚文化，展示其共性，其实，这一文化共性的铸

造，源于历史上儒家典籍在这一区域的传播。

这次颁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古籍工作的意义的阐发，着眼点更高，

看得也就更远。《意见》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进

一步激发古籍事业发展活力”。古籍工作绝不是学者们在故纸堆里描鸾刺凤，自娱自乐，而是传

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伟业。

3 古籍整理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其实，古籍整理不是单纯的文化工作，有时还会涉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如果我们投身于古

籍整理与研究，对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真切的感受。古籍承载了古代文化的记忆，忘掉这些记忆，

或有意地涂抹掉某些记忆，便会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

宏观一点讲，古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积淀着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毫无疑问，古籍整理就

是赓续国家文脉的工作，它不但可以向世界展示特色鲜明、斑斓多彩的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还

可以帮助今天人们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动，更好地保护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与价值观念。

就具体问题而言，古籍的记述内容宏富，很多会牵涉到国家的疆域的分界与领土的归属。在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时，我们发现有些保存于国外、国内所不见的汉籍，因涉及到一些现

实敏感问题，常常被编削或封藏。例如琉球王国最珍贵的历史文档《历代宝案》，是琉球国政府

的外交档案，后来被琉球学人编辑成书。本书与原始文档均以汉字撰写，日本明治时，此书被日

本人掠夺，正本存放于日本东京的内务省，传世的只有极少的民间手抄本。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

看到原本，能看到的是日本人传出的本子。以日本人的本子比照我国台湾所收藏的早期抄本，便

发现有很多差异。古代中国与琉球是典型的宗藩关系，在日本传本中，这种关系已被有意无意

模糊。

历史上，越南民间信仰中有白马大王的神话。白马大王是越南著名的神祗 , 白马寺庙也遍布

于越南各地。历史上的白马大王就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白马信仰就是伏波信仰。西汉武帝灭南

3 古籍整理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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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并在越南中部、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其后长达一千多年，今越南中北部一直

由中国各朝代设州郡直接管理，越南历史上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东

汉时，交阯郡女子二征举兵造反，光武帝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叛。马援平定二征之乱后，

修建城郭，穿渠灌溉，整饬法规。这一地区进一步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12］然而时至今日，

越南河内白马庙里已无任何伏波信仰和崇拜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匹白马，传统文化的伏波信

仰开始被解释为龙肚信仰。［13］

4 古籍整理需要理论思考   

传统意义上，古籍整理被视为小学，其实“小学”二字最早不专指学校。两汉时一般以文

字学为小学。近人章太炎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

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宋代以后，小学作为大学对应称谓，遂

被看作以文字学为内容的基础学问。清人黄以周在《说文解字补说叙》中说：“故欲谭道者先通

经，欲通经者先识字。” ［14］虽然作为小学的古籍整理，直面的都是具体且琐碎的工作，似乎只要

墨守陈规即可，但是，要想推陈出新，同样需要理论的思考。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从事古籍的编纂与整理。《今注本二十四史》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都是写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文化发展纲要》中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感

悟到，古籍整理不是简单的版本校正、勘误标点、注释索隐等等，不应该把史料整理与研究分

开，而应该由小见大、以微知著，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肇始于 2003 年，收尾于 2018 年，延宕 15 个春秋。这部大型

丛书收集了国内所未见的汉籍珍本 3 000 余种，编纂成书 800 本，分 5 辑依次刊印。本书所收集

的文献内容丰富，知希则贵，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基础资料，也是讨论古代中外文化关系的核心资

料。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所做的一些思考，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并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关于“汉籍”的概念，我们有不同于传统的定义，即不能简单地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理

解，而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汉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汉民族的书籍或中国的书籍，而应该理

解为汉字写就的作品，至于作者的民族与国籍，不应该作为定义的条件。我们编纂的《域外汉籍

珍本文库》在编纂凡例中，对“域外汉籍”的属性做出清晰的厘定，即本丛书所收古籍以域外各

机构或个人收藏之汉籍善本、孤本、稀见本为主，大致包含三类：一，中国历史上流失到域外的

汉文古籍；二，古代域外各国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古籍；三，古代域外学人用汉文撰写的、

与中华文化有关的重要著述。［15］对汉籍概念定义之订正，可以拓宽域外汉籍的研究视野，同时

也给零落在域外的汉籍找到可以归属的家园。

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中，我们还提出了“汉籍之路”的概念。19 世纪末，德国地

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嗣后，这个概念遂成为打开中外交流史大门的钥匙。这些年

来，我们通过编纂与研究域外汉籍的学术实践，渐渐地感到这把钥匙问题很多，局限性很大，很

多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大门，其实用它难以打开。中外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道路并不完全重合，

如果我们用“汉籍之路”来概括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也许更为妥帖。以东亚古代汉籍传播与交流

4 古籍整理需要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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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考察，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与流的关系，有时候源成为流，有时候

流又化作源。汉字是古代东亚最基础的文字，古代东亚学人留下大量笔谈，这不是因为他们喜爱

笔谈，而是在语音不通时，用文字表述自己见解，则更方便。古代的汉籍不仅承载了中国的文化

记忆，也承载了东亚各民族的文化记忆，是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见证。毋庸讳言，“丝绸之路”无

法描述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则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

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误会，拓宽研究的视野，肯定会有更深远的意义。［16］

5 古籍整理需要方法创新   

古籍的代代传承就是古籍整理方法创新的历史。古籍的文本从竹简、木牍、帛书到不同形制

的纸本等等；古籍的篇目从独立的卷、册到会要、类编、丛书等等；古籍的释义从删、编到传、

训、诂、音、注、疏、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古籍整理方法的承继与演进。可以说，没有方法

的创新，就没有古籍整理这门学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高校院系调整，基本把古籍整理作为文献学，归入中文系，这其

中有些问题。在古代，文史不分家，若完全遵循现代中文学科圭臬去做古籍整理，或多或少会有一

些偏颇。

《今注本二十四史》覃思卅年、精心结撰，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全书 24 种约 1.4 亿字，现

在已有 18 种出版。这个文化工程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项目，是对中国正史全面系统的整理，

体大事重。项目集聚了全国各科研机构与高校的 300 多名史学家，勠力同心，共襄义举。项目从

始至今已近 30 年，21 位主编和顾问已经去世。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过程中，我们博采众

议，携手倡导“史家注史”的注释理念，努力打造今注本史籍独特的学术标识。这些年来，在我

国为古籍做注释的多是文献工作者，然而，在编纂《今注本二十四史》伊始，我们便考虑延请历

史工作者。与文献工作者偏重字词音义不同，历史工作者则更关注史实的舛误与文义疏通、史料

的收罗与文本的诠释。

关于史实舛误的订正。《史记·夏本纪》关于太康失国的记载仅有五字“帝太康失国”，旧注

也未见发明。其实太康失国让夏王朝的统治断续 40 多年，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今注本

《史记》则援引《逸周书》《国语》《离骚》《韩非子》等诸多史籍文本，讨论这个事件前因后果，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案索引资料。［17］《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曾下诏书，要求每

个地方给 8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米一石（一石约等于今 60 千克）、肉二十斤（一斤约等于

250 克）、酒五斗（一斗约等于 500 克）。今注学者认为，在两千年前的汉朝不可能实行这样的高

福利养老措施，注者通过理校的方法，发现‘月’字是文本衍误，汉文帝的赏赐应该是一次性的

举措。［18］一个字的正误，可以改变对中国古代养老与养老文化的记述与评价。

关于文义疏通的注释。我们读古籍，经常会遇到字词无碍、但意义无法通达的情况，史家

注史就是将古籍文本中滞塞之处予以化解，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确信准确的注释。如《金史·世

纪》记载“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这里的记载非常容易引发对女真族属的误会。今注

学者对此条注释如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本高丽朱蒙之遗种，或以为黑水靺鞨之种，而

5 古籍整理需要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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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之别族。’《松漠纪闻》：‘女真酋长乃新罗人，号完颜氏。’按，女真本黑水靺鞨之后，所谓

高丽之遗种或新罗人，皆误以其曾附高丽而为其族属”。［19］今注用史料疏通文义，“给予《金史》

记载以明晰的注释，不致使读史者误读”。［20］

关于文本史料的增益。广泛收罗来源可靠的文献，以注释的方式，对注释的文本做文献的

补充，是史家注史的一项重要任务。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做注释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

异、惩妄、论辩四类。前两类主要补充增益陈寿漏记之事，或与正文之不同说法。裴注补充的文

献，已与正文合为一体，成为《三国志》的基本文本。今注本《汉书·东方朔传》则在经史、类

书等文献中爬梳剔抉，搜寻佚失的《东方朔传》的材料，增补到注文中。［21］在《今注本二十四

史》印行的文本中，这样的注释不胜枚举。

关于文本的诠释，或可以从图像证史来谈。图像证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注释的一个特

征，也是史家注史的一种特殊方法。用文物造像、图像为史料可以对文本证实、证伪，还可以用

图像的形式描述一些复杂的、文字难以表述的内容。今注本《后汉书·舆服志》根据考古出土

的画像、造像、实物，与文献记述比照，绘制了大量图像，以图释文。［22］以图释文，立象尽意，

应该是史家注史方法的创新。

6 数字化是未来古籍整理的必由之路   

如上所述，古籍的文本有一个从简牍、帛书到纸本的演进过程。到今天，从纸本到文本的数

字化恰恰又是古籍文本的未来形态。古籍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整理加

工，将其纸质文本转化为电子数据，再通过电子数据予以保存、传播。古籍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变

革，通过电子数据的加工和展现，可以达到对古籍再生性保护，也方便古籍各种形态之间的转化。

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今后的发展方向。2013 年，我们在编纂《域

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的基础上，提出了“域外汉籍电子文库”项目，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大创新工程项目。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项目，是把珍藏于国外各图书机构的古代汉籍文献，通过照相、扫描、

复印手段进行复制，然后电子数据化，建成一个庞大的方便检索的文献数据平台。项目计划十年，

完成后将拥有约 10 万条书目信息，5 万本汉文古籍，其中有许多是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珍本。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其一，它的完成，将初步囊括世界各地图书

馆、博物馆及其它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为学者提供宏富的学案资料。新的文献文本发现，将引

发新的学术思潮。其二，由于这个项目规模较大，收罗较为完备，且检阅方便，使用率高，这无

疑可以彰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汉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其三，国外收藏机构对汉籍的整理与保

护，手段多不规范，损毁时见，把一些珍本复制回归，也是另一种保护汉文遗存的形式。其四，

本项目将把许多外国人、尤其历史上使用汉字的周边国家学人用汉字写就的典籍，一并收入，毫

无疑问，这可以强化东亚地区的文化认同。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电子平台现已搭建完毕，已经完成了 70 000 余种书目的收集与导入，

5 000 余种书目提要的撰写与导入，5 000 种以上图像文本的编纂与导入，做到可以网上检索查阅。

6 数字化是未来古籍整理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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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古籍电子数据库，以收集域外汉籍为内容，资料

宏富。若假以时日，“域外汉籍电子文库”将有望与“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并立，成为汉籍文

献存藏、阅读、检索的两大基本数据库，为世界各国人文科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学案资料。从本

文库已经收录的文献来看，很多古籍都是国内不见或稀见的，这将为学术研究提供更新鲜的学术

资料，引发新的学术热点。更重要的是，诸如舆图等难以收寻的史料，可能成为彰明我国疆域历

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我们更应该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域外汉籍电子文库

建设的意义所在。这个电子文库平台结构合理，逻辑清晰；页面规整，古色古香；分类完备，完

全符合古籍编目规范；检索分模糊与高级两种，十分方便。

“域外汉籍电子文库”是当前古籍数据库的一个特色鲜明创新平台，若能继续完备，丰富其

内容，必将有其重大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个文库构建与打造过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古籍数字

化的魅力与意义。我们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3］

这些年来，历史研究有碎片化的趋势，古籍整理，也缺乏必要的理论考量与方法创新。其

实，古籍整理工作不是锯盆、锯碗、锯大缸，不能仅仅做补阙挂漏、刊谬补缺工作，还要有理论

探索的自信与方法创新的锐气。独立千载谁与友，自成一家始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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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 cance］Ancient books are the bridges connecting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continu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Work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can direct us to promote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Method/process］Based on experience of many years of work,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ancient book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knowledge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Result/
conclus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should b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method innovation i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cient books; Culture security; The road of Chinese books; Historians annotate historical books;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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